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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遗址空间分析是解读遗址功能、阐释先民在遗址中的生产生活状态的重要手段. 本

文选取水洞沟遗址 2 号地点(SDG Loc.2)第 2 文化层的遗存作为研究对象, 着眼于遗址结构

和居住面的空间功能组织, 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探讨先民的行为方式和遗址性质. 在确

定了遗址的原地埋藏性质后, 对出土的各类标本和火塘遗迹进行空间复原、时序性和相关

性研究; 通过上述分析对遗址居民行为方式、群体规模与构成、遗址功能进行了讨论. 指出

SDG Loc.2第2文化层为晚期智人居住的开放式大本营, 居民以火塘为中心进行复杂的生存

活动. 这项成果对研究同类遗址的空间利用和先民适应方式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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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对生存空间的组织与利用方式是衡量

当时社会结构发展和共生成员关联程度的重要标

准 [1~5]. 旧石器时代晚期, 社会结构涉及到古人类对

生存空间的分配与利用、营生行为的组织、群体成员

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甚至原始的宗教活动. 这些行为

可以通过对埋藏于地下的古人类生产与生存活动所

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及其空间分布关系的发掘与研

究来重建. 本项研究选取水洞沟第 2 地点(SDG Loc.2)

第 2 文化层出土的遗物与遗迹, 通过分析遗址结构和

居住面的空间功能组织 , 探讨先民的行为方式和遗

址性质 , 借以推测中国西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

类生存方式及社会组织结构.  

1  遗址结构及空间分析方法 

遗址结构可以被定义为: 遗迹、人工制品、动物

遗存等的分布状态和这些遗物、遗迹之间的关系[6,7]. 

在遗址中的遗存未受到后期扰动的前提下 , 这种分

布状态与相互关系的形成归因于遗址居民因生产、生

活的需要而对遗址空间的划分或对功能单元的选

择[8], 因此对遗址结构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就落在了

阐释古人类的行为方式上.  

对遗址结构的判断有几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 遗

址的保存状况、石制品与骨制品等的组合特征[9]、出

土物在遗址中的分布情况及其关联性[10,11]、遗址的规

模与位置[7]. 传统的对遗址居住面活动区域的研究注

重二维平面分析 , 通过对平面上遗迹及遗物关系的

解释来评估原始居民的社会与个人行为组织情

况 [12~14].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 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

三维分析手段对“居住面”、“活动区域”进行重新定义, 

更加细致地讨论密不可分的同一文化层堆积中不同

阶段的人类活动 [15], 同时也更多地考虑埋藏过程和

各种侵蚀营力对遗址文化层的扰动 , 力图更加真实

精确地复原文化遗存的形成过程 [16]. 对上述各种因

素的分析和解释构成“空间分析”的主要内容 , 逐渐

成为解读遗址功能、阐释古人类在遗址中的生产生活

状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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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遗址概述 

水洞沟遗址 (SDG)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以东 28 km(图 1), 1923 年被法国古生物学家 Licent

和 Teilhard 等人[17,18]发现, 以后历经多次考古发掘, 

出土古人群在 30~11 ka BP[19~21]期间断续在该地区生

产和生活留下的遗物和遗迹. 其中 Loc.2 揭露面积约

80 m2, 自上而下含有 5 个文化层, 出土包括石制品、

骨制品、动物化石、烧骨、碳屑、鸵鸟蛋皮装饰品在

内的数万件标本 . 出土石制品组合以碎屑和断块为

主, 随后为石片、石核和石器(表 1); 石器所占比例较

小, 组合中以石片为毛坯的刮削器占多数, 随后为尖

状器、端刮器和极少个体较小的砍砸器. 从这个组合

特征上看, Loc.2 与众多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

土材料相似, 属于中国华北石片石器主工业范畴. 该

地点地层堆积及年代数据已有发表文献详细介

绍[19~21], 在此不作赘述. 其中, 第 6 自然层为浅黄色

粉砂 , 含有石制品、动物化石和灰烬等 , 为 SDG 

Loc.2 第 2 文化层(CL 2), 最大厚度约 30 cm, 现有 10

个测年数据, 最老为 29520±230 a BP, 最晚为 23790± 

180 a BP, 中间集中于 28~25 ka BP. 该文化层揭露面

积相对较大, 出土遗迹遗物丰富; 年代数据经交叉检

验较为可靠; 均出自粉砂堆积中, 受水流动力影响小; 

发掘过程中, 出土物三维坐标使用 NikonDTM352C

型全站仪测量, 翔实精确. 这些材料及信息建立了进

行空间分析的良好条件.  

3  材料分析 

3.1  对原地埋藏的判断 

为判断文化层是否为原地埋藏, 分析了 1~3文化

层的出土材料. 各类遗物数量统计见表 1, 其中小于

20 mm 碎屑的总比例占 56.66%, 3 个文化层的平均比

例则达到了 59.72%. 由于在发掘过程中, 大量小于

10 mm 的碎屑是筛拣出来的, 并没有采集三维坐标

数据和进行数量统计 , 因此实际碎屑的比例应该更

高. 根据 Shick[22]的研究, 在遗址一个文化层的石制

品组合中, 尺寸小于 20 mm 的石制品占总体数量的

60%~70%、石核比例小于 10%, 其体现的通常是原生

堆积环境.  

 

图 1  SDG Loc.2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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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 1~3 文化层石制品分类统计 

 
层位 

石片  石核  工具  断块  碎屑  动物骨骼  装饰品  砸击制品  总计 

数量 
百分比 

(%) 
 
 
数量 

百分比 

(%) 
 
 
数量 

百分比 

(%) 
 
 

数量 
百分比 

(%) 
 
 
数量 

百分比 

(%) 
 
 
数量 

百分比 

(%) 
 数量 

百分比 

(%) 
 
 
数量 

百分比 

(%) 
 
 

数量 

CL 1 700 5.86 77 0.65 169 1.42 3294 27.60 6727 56.36 215 1.80  0 0 754 6.32 11936 

CL 2 334 9.64 11 0.32 71 2.05 224 6.47 1842 53.19 877 25.32  74 2.14 30 0.87 3463 

CL 3 76 6.29 19 1.57 9 0.75 136 11.26 841 69.62 115 9.52  0 0 11 0.91 1207 

总计 1110 6.68 107 0.64 249 1.50 3654 22.00 9410 56.66 1207 7.27  74 0 795 4.79 16606 

 

另外, 3 个文化层出土石制品的风化磨蚀程度都

很轻微, 应为短时期内被粉砂状堆积物覆盖, 未遭受

远距离水流搬运, 或长时间的暴露等其他外力影响.  

石制品出土时的产状也对埋藏过程中所受的营

力有指示作用. SDG Loc.2 出土的石制品出土时长轴

的走向分散, 无特别指向; 石制品出土时的倾角大致

平均分布在 0°~360°的范围内, 无特别指向; 石制品

出土时的倾角多集中于 0°~10°, 表明了标本出土时

处于平放或稍微倾斜于水平面的状态.  

根据碎屑及石核比例、标本产状和标本的出土状

态, 认为遗址文化层受水动力影响甚微, 基本保持了

原生状态. 加之发掘区地层无断裂、褶皱和其他错位

现象 , 认为遗址中出土物的分布状态能够如实地反

映古人类在遗址中进行的生产生活活动.  

从纵剖面观察, 第 2 文化层遗物遗迹分布较为集

中(图  2), 其中厚度突增的位置均为火塘 . 发掘区中

部和南部留有未发掘的隔梁 , 隔梁中标本分布情况

不明确 , 但根据两侧地层走势及标本分布趋势 , 

T1(南部发掘区)和 T2(北部发掘区)文化层可以相互

连接; 从三维空间分布上看, 第 2 文化层不能再区分

出更小层位, 表明其中的文化遗存是在一个连续的时

段内形成, 代表古人类生存行为的一个历史横断面.  

在此使用“居住事件”的概念[7,23~25]来描述古人类

对遗址连续不间断的利用和居住的一次性行为 . 当

遗址出现一个不能再细分的文化层时 , 其年代跨度

应落在较小范围内, 然而由于地层的叠压重合, 无法

轻易判断出它是归因于一次连续的还是多次断续的

古人类居住行为 [2,12,26,27]. 引入“居住事件”的概念有

助于量化遗址某个文化层的使用频度 , 标注当时当

地古人类对该居住地点的开发和利用方式. “居住事

件”的主要标志为居住面中的火塘, 火塘的数量、规

模和分布状态可以指示“居住事件”的频次和程度 , 

进而提示居住者的生存状态和对居址的利用方略.  

3.2  遗址空间特征 

“居住事件 ”的主要指示物为中心火塘 . SDG 

Loc.2 第 2 文化层出土若干火塘, 在平面图上至少可

以识别出 7 处, 编号为 H1~7(图 3); 各个火塘红烧土

和碳屑密集分布区的面积约为 2, 4, 2, 2, 2, 1 和 1 m2. 

火塘中散落着石制品及其碎屑、鸵鸟蛋皮碎片、用鸵 

 

图 2  SDG Loc.2 第 1~3 文化层出土物在垂直剖面上的分布 
虚线为未发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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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DG Loc.2 第 2 文化层不同出土物在遗址中的分布 
(a) 石制品; (b) 哺乳动物骨骼; (c) 鸵鸟蛋皮串珠成品及碎屑; (d) 火塘位置 

鸟蛋皮制作的串珠成品及烧骨; 北部 H1~4 周围出土

物最为密集, 中部 H5~6次之, 南部 H7周围仅有少量

碎屑状石制品和哺乳动物骨骼 , 不见石器类和鸵鸟

蛋皮产品; 石制品各类型在 H1~4 群周围的分布密度

均高于 H5~6(图 3). 

第 2 文化层的最大特色是出土大量鸵鸟蛋皮碎

屑和鸵鸟蛋皮串珠成品, 这些标本分布于 H1~6 周围. 

目前民族学材料中尚无鸵鸟蛋皮串珠制作与火塘之

间的直接技术关联的记载 , 推测这种分布状态仅与

古人类取暖及照明的需求有关 , 或者体现了以火塘

为中心的生活习惯. 另外, 北部火塘附近还出土一枚

骨针 , 指示了居民在火边缝制衣服或其他生活用品

的行为.  

尽管我们认为该文化层归因于一个阶段的古人

类居住行为, 但是该阶段内可能发生了多次“居住事

件”, 造成了遗址中所见的多处火塘. 根据民族学记录

和其他考古遗址出土材料, 同一居住事件中如果存在

多处火塘, 那么个体之间距离约为 1.7~4 m[6,7,28,29], 少

量距离较近的例子也在 1 m 左右, 而非紧密相连(图

4). 第 2 文化层中的 7 个火塘除南部 H7 外, 其他亦或

相连甚至互相叠压, 亦或仅相距较短距离, 因此推测

其分属不同的居住事件. Binford[30]在对火塘边人类

行为的研究中发现, 以火塘中心为圆心, 半径为 1.76 m

处大致为人们围绕火塘进行各种活动的区域 , 这个

活动区域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营地中火塘的分

布距离. 据此, Henry[26]在对 Tar Faraj 洞穴遗址进行

的空间分析中, 选取了 1.8 m 作为参数, 有效地对遗

址中杂乱无章的多处火塘进行了分期 . 我们在此也

使用了 1.8 m 作为参数, 结果表明, H2 与相邻的 H1, 3, 

4 不同期; H4 又与 H5 不同期; H5 又与相邻的 H6 不

同期, 即, 该生活面在同一时间最多可存在 5 个火塘

(H1, 3, 4, 6, 7). 此时 H2 与 H5 不存在, 属于另一个或

2 个居住事件; 最少可仅存一个火塘, 可以为 H1~7

中的任何一个; 7 个火塘至少属于 2 次居住事件. 将 

 

图 4  根据Henry[6]民族学材料中 101处火塘数据所做的距离

统计 
A, 火塘之间距离; B, 火塘与围墙之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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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塘做组合计算, H1, 3, 4, 6, 7 为一组(Group 1), H2

和 5 为另一组(Group 2), 其可能的情况为: (1) 第 1

组单独存在; (2) 第 2 组单独存在; (3) 两个组交叉存

在. 经计算, 遗址最多存在 45 种居住情况的可能性

(公式(1)~(3)). 更加细致的火塘存在情况很难判断.  

Group 1: H1, H3, H4, H6,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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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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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2: H2,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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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前述, 第 2 文化层年代数据中, 最老为 29520± 

230 a BP, 最晚为 23790±180 a BP, 中间集中于

28~25 ka BP, 若排除最早和最晚的两个边缘数据 , 

文化层跨度约 3 ka, 即, 文化层中两个居住事件的最

大间隔约为 3 ka.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 以火塘为标志, 遗址在第 2

文化层形成时期至少经历了 2 次古人类的居住使用, 

而这两次居住使用的间隔最短为相继发生 , 最长可

能为 3 ka. 在此过程中, 遗址占据者进行了包括剥离

石片、制作工具、加工装饰品、烧烤消费食物等一系

列活动, 这些行为的发生表明第 2 文化层的大本营性

质, 指示了当时居民以火塘为中心的生产生活习惯.  

4  讨论 

4.1  SDG Loc.2 居民空间利用方式 

根据第 2 文化层出土遗迹、遗物的平面分布, 可

以看出遗址居民围绕中心火塘进行生产生活活动的

居住方式 . 人们围绕火塘制作和修理工具、加工饰

品、缝制衣服(H1 北部出土骨针)、分享消费食物, 导

致距离火塘较近处遗物密度较大 , 而远离火塘的外

围区遗物密度逐渐变小, 文化层在剖面上呈现“透镜

体”状. 此种遗物的散布状态还指示了居住面不存在

“围墙”的遮挡, 即处于露天的状态. 而古人类是否有

用于睡眠和进行其他活动的小型遮蔽所则有待今后

的发掘工作检验.  

4.2  群体规模、构成与行为 

居民围绕火塘进行生产和消费活动 , 个体需要

占有一定的活动范围. 根据 Freeman[31]的观察, 通常

人类个体活动波及的范围约为 2.5~3 m2, 如果将其视

为一个圆形区域, 那么圆形的直径为 1.80~1.94 m[26], 

结合 Binford 的“1.76 m”理论 , 一个火塘周围可以  

满足 1~5 人活动的需求, 超过 5 人空间就会变得较为

拥挤.  

第 2 文化层的 7 个火塘代表着 2~7 次居住事件, 

同期火塘数量最小为 1、最大为 5. 根据前述理论推

算, 当火塘数量为 1 时, 群体规模可能为 1~5 人; 当

火塘数量为 5时, 群体规模可能为 5~25人. 成型的骨

针和数量丰富、形制稳定的鸵鸟蛋皮装饰品的出现表

明当时的居民掌握了娴熟的、专门化的特定工艺技术; 

这些物件的制作既需要娴熟的技艺 , 更需要大量的

时间投入. 对于从事这项“特殊工种”的个体, 提供 3

种有关社会分工的推测: (1) 群体成员根据自身需要

而进行, 没有特定的工作指派性; (2) 这种手工艺工

作由妇女或老人等弱体力劳动者承担 , 此类工作与

男性强体力劳动者从事的狩猎等活动并行 . 这是一

种初级而自然的劳动分工形式 , 人员的工作选择由

其身体的客观条件决定; (3) 群体中分化出专门从事

特定技术工作的团队 , 其成员的工作选择与体力强

弱无关, 决定因素是个体的手工技艺, 此时“手工艺

团队”与“狩猎团队”、“采集团队”等其他工作单元并

存并行, 即以一种主动的、人为决定的、系统化的社

会分工形式存在 . 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重要

标志之一, 劳动分工在此阶段已经较为普及, 加上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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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出土物的特质 , 我们倾向认为生活在水洞沟遗址

的先民存在一定的社会分工 ,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

能是制作鸵鸟蛋皮串珠的能工巧匠.  

从石制品组合上看, SDG Loc.2 属于华北的石片

石器主工业体系 . 中国北方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最

后一个阶段都存在这种工业类型 , 因此其制造者应

为中国境内的晚期智人; 第 2 文化层出土的骨针表明

了对骨角类材料的开发利用 ; 鸵鸟蛋皮串珠饰品代

表了人体装饰现象和审美追求 , 这种现象不见于旧

石器时代早期. 人体装饰被认为可以传达自我意识, 

是个人身份和群体地位的标识[4]. 这些现象联同出土

的大型火塘代表了典型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行为.  

4.3  遗址功能 

各种迹象表明, SDGLoc.2 第 2 文化层代表一处

史前人类居住型大本营遗址. 在居住型的遗址中, 古

人类进行各种与生产、生活有关的行为, 包括在火塘

周围进行制作、维修工具, 消费进食, 制作衣物、装

饰品等. 由于在居址中人们生活的时间较长, 以遗址

为基地对石制品生产、修理的时间也较长, 因此产生

的石制品往往多种多样 , 组合中带有大比例的碎屑

和断块, 也会出现石核、石片这些中间产品, 甚至会

发现尚未加工的原材料 [11]. 除此之外 , 还会出现其

他的遗物与遗迹, 也有生活的痕迹, 很多遗存源于多

种的、多次的、重复性的生存行为, 因而文化内涵显

得丰富、复杂, 具有多样性. SDG Loc.2 第 2 文化层充

分呈现了这种特征(表 1, 图 5).  

5  结语 

根据上述讨论, 可以认为, SDG Loc.2 第 2 文化

层为晚期智人居住的大本营遗址 . 结合古环境资

料[19,32,33], SDG Loc.2 形成时, 该地区属于开放的疏

林草原旷野环境, 其间分布着小的湖泊和河流, 古代

居民靠近湖岸或河岸居住以便获取水源 ; 居住区内

动植物资源较充沛, 为先民提供了便利的生存条件; 

第 2 文化层遗址结构表明了居民以火塘为中心进行

各种生产活动的生活模式 ; 骨针和装饰品的存在指

示了现代人行为和一定的劳动分工现象 , 这是在中

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发现的最早的此方面的  

证据.  

 

图 5  SDG Loc.2 第 2 文化层功能区域 

对第 2 文化层性质的讨论有益于对其他 4 个出土

文化层的分析和研究. 在石制品组成、遗物遗迹分布

等方面, 这几个文化层均存在相似性, 因此推测第 1, 

3, 4, 5 文化层有可能也属于大本营型遗址. 但是, 揭

露面积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的综合判

断.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有待石制品类

型学和拼合分析对石制品分布做出解释 ; 二是继续

对遗址进行发掘 . 相信通过这两个途径 , 可以发现 

更多新证据, 对 SDG Loc.2 的综合研究取得更大的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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